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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文集试图从都市大众文化角度来重新建构中国近现代史。
 　　它的意义可从三个方面来说：1.都市大众文化研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
在我国，由历史学界来组织，并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研究都市大众文化，才刚刚开始，但是进展很快。
2.关于中国近现代文化史的研究，国内研究的内容到现在为止基本上是思想史和学术史，大众文化史
的东西很少。
但没有对近现代城市发展的研究，就不可能对中国近现代史有一个全面和深刻的认识。
3.都市大众文化史的研究也对传统的史学方法论提出了新的挑战。
　　本文集是上述领域之最新研究成果。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近代中国城市与大众文化>>

作者简介

1、周锡瑞，教授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2、王笛， 副教授，美国德州A & M大学历史系。

3、李德英， 教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4、陈蕴茜，副教授，南京大学历史系。

5、程美宝，教授， 中山大学历史系。

6、吴国坤，副教授，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学部。

7、罗苏文，研究员， 上海社科院历史所。

8、程为坤，副教授，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契克分校。

9、 周鼎，讲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10、王东杰，教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11、瞿骏，讲师，华东师大历史系。

12、李贤文，硕士生，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13、王超然，博士生，台湾大学历史系。

14、小浜正子，教授，日本鸣门教育大学历史教育科。

15、高峥，副教授，美国马里兰大学。

16、罗岗，教授，华东师大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17、邵勤，教授，美国新泽西学院 。

18、马敏，教授，华中师范大学。

19、张英进，教授，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20、卢汉超，教授，美国乔治亚理工大学历史系。

21、陈波，副教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22、姜进，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近代中国城市与大众文化>>

书籍目录

导言：重塑中国城市——城市空间和大众文化城市空间的建构  从“休谈国事”到“茶馆政治家”—
—民国时期的成都茶馆与公共政治  公共空间与大众文化：以近代成都少城公园为例  空间政治：道路
与意识形态日常化——以民国城镇中山路及三民主义道路系统为考察中心  空间的生产与空间的转移
——上海个人新村与社会主义城市经验城市与地缘社会  清末粤商所建戏园/戏院初探  李劼人1930年代
“大河小说”中的成都历史记忆与想象  近代景德镇瓷业的经营环境及瓷都的演变城市生活、休闲与
情感  户外寻乐：二十世纪初年北京的休闲，社会空间及监控妇女  “世界亦舞台”：民初成都的戏剧
与文人——以《娱闲录》（1914-1915）剧评为中心  校园里的“闺阁”：一位成都女校学生日记中的
情感世界（1931-1934）革命、战争与大众文化  辛亥革命的生意——以上海为的讨论（1911-1913）  川
剧界对于抗战的反应（1937年7月－12月）  50年代杭州的城市革命和文化磨合  从“非法堕胎”到“计
划生育”——从建国前后性生殖言论的变迁看公私界线的重构评论  追寻已逝的街头记忆——王笛著
《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  都市文化史语境中的“海派”电影
与文学关系  从精英到大众：近年美国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从上到下”取向结论：中国近现代城市大
众文化史研究问题编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近代中国城市与大众文化>>

章节摘录

　　城市空间的建构　　从“休谈国事”到“茶馆政治家”——民国时期的成都茶馆与公共政治　　
无疑，茶馆充满着政治，从阶级冲突、对社会现状的批评，到对国家政策的讨论，以及政府为控制人
们思想的宣传，可以说茶馆见证了中国政治的发展和演变。
政府制定了关于茶馆的各种政令，对任何不利于国民党统治的思想和活动，进行控制和打击。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公共空间、休闲和娱乐都经常与政治发生纠葛，也与经济、社会平等、工作
机会、雇佣状况等密切相关。
各种政治势力竭力对这个空间进行控制和施加影响。
在美国城市中，人们认为酒吧是一个“街沿政治”（sidewalk—level politics）空间，在那里，酒吧店主
便成为了“关于这个国家信息的基本来源”。
工人们甚至在其街区的酒吧组织政治性的团体和政治活动。
一些酒吧老板在基层社区中的政治活动十分活跃，甚至把自己的酒吧免费提供给社团使用。
在19世纪的巴黎，啤酒馆的生活“帮助推动了工人运动”，啤酒馆老板在“1849年工人协会的发展中
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
”这种情形刚好与中国相反，茶馆老板小心翼翼地避开政治，然而他们却经常不由自主地被卷人政治
漩涡之中。
　　本文揭示改良精英与地方官员怎样看待和控制茶馆和茶馆生活。
在茶馆问题上，精英内部也颇有分歧，反映出他们对大众文化之不同态度，而这种态度决定了他们对
茶馆所采取的政策。
不过，茶馆老板也利用茶馆达到其政治目的，例如组织起来抵制沉重赋税以及政府对茶馆日益严厉的
控制等。
在本文中我们还将发现，改良精英和地方政府对地方戏的改造，是为了引导和操纵人们的娱乐，并把
其政治意识灌输到大众娱乐之中。
在抗战时期，民族危机给国民党政府一个极好机会，把它的触角深入到茶馆这个最基层的公共生活空
间，并把其变成政治宣传之工具。
而且，茶馆还孕育了所谓的“茶馆政治家”，他们的言论和行为成为国家政治倾向变化的一个重要风
向标。
　　一、地方政治　　茶馆总是人们谈论政治的地方，各种社会集团试图利用它为其服务。
在那里，国家竭力实施社会控制，精英传播其改良思想，普通民众谈论政府政策，发泄对现实的不满
等。
茶馆从业人员也难免经常卷入政治活动，参加反对增税，抗议国家对茶馆的限制，以及各个慈善救灾
活动等。
在1911年的四川保路运动中，茶馆便成为政治中心，每天人们聚集在茶馆，议论运动最新的发展。
正如李劫人所说：“几乎每条街的百姓⋯⋯都一样兴高采烈地蹲在茶铺的板凳上，大声武气说。
”韩素音在所撰的家史中写道：1911年5月底“是不安的、焦急的、渴望的，在公园的茶馆里和在街头
，充满着躁动。
一个不安的城市，正面临着骚乱。
”茶馆不再只是人们整天闲聊的地方，而充满着政治辩论和政治活动，“‘来碗茶’的吆喝，即是激
动人心演讲的开始，吸引了三教九流。
一小撮变成了一大群，一些人甚至站着听人们辩论，人们关心铁路国有化和对外贷款的问题。
这场散了，他们又到另一个茶馆听辩论。
”　　一些茶馆抓住时机，参加更多的公益事务，以提高其社会声誉。
例如，一些茶馆参加全国和地区性的赈灾活动。
1909年可园邀请若干著名演员演戏，将两天收入捐给甘肃赈灾。
次年，悦来茶园组织湖南赈灾义演，每票一元，1400人购票看戏。
1912年，万春茶园宣布将两天的演戏收入献作“国民捐”，动员人们购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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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茶馆以慈善活动来为其演出作宣传、提高知名度并招徕生意，但这些活动也使它们同国家和地方
政治联系在一起。
茶馆也经常被用作政治庆祝活动，如1929年10月，一一茶园雇成都最好的木偶戏班，以庆祝双十节。
　　1916年军阀在成都的“巷战”，给这个城市带来了巨大灾难。
受惊的居民藏匿在家，店铺关门，但是茶馆总是最后关门最先开门之地。
吴虞在日记中写道，当听到枪声逐渐稀落，他吩咐童子出去打探，得知街头茶馆已开，吴虞才放心出
门，但他发现其他店铺仍然关闭。
因此，对成都居民来说，茶馆的开闭，成为这个城市是否安全的标志。
在动荡时期，警察以茶馆有奸细搜集情报、散布谣言，容易引发动乱为名，令各茶馆一旦发现有外省
口音的人议论军情，或者其言行看起来像“敌人侦探”者，必须立即报告。
如果嫌疑犯被确认是奸细，报告人将得十个银圆的奖励。
实际上，警察经常以所谓“奸细”的罪名，来压制任何敢于向国家权威挑战的人。
　　政府十分警惕人们在茶馆中对政治的议论，它对茶馆中举行的公共聚会，更是分外关注。
警察经常派便衣监视茶馆中的任何这类活动，试图把一切“危险”因素扼杀在萌芽之中。
例如，1946年，当原军校同学在枕流茶楼聚会，警察派便衣到那里探听。
据报告，与会者讨论了当军队所在编制被撤销后，那些曾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军校同学将如何维持生计
。
决定成立同学会，并选举了会长，向政府申请救济，要求政府在各地为牺牲同学建纪念碑。
同年，地方政府发布告示，禁止这类集会：　　查近来本市旅店茶社，常有军人擅自组团体，聚众开
会。
经绥署治安会报决议，亟应从严查禁，以遏乱源。
仰该同业公会立即转知各该同业，如有军人在旅店或茶社内开会，应由该业负责人迅速密报警备部办
理，否则从重议处。
除分令外，合行令仰该公会遵照并转饬所属同业，一体凛遵为要。
　　由于担心军人可能造成比其他人群更大的危害，国民政府对军人的公共集会十分敏感。
不仅颁布了许多规章，而且要求茶社业公会和各茶馆一旦发现他们的聚会，都必须报告。
从现有资料看，此类聚会大多是社交，而非以政治为目的。
但政府认为，任何公共聚会都存在潜在威胁，因此必须扼杀。
政府之过度反应，也反映了当时民主运动兴起以及国民政府所面临的深刻危机。
　　我们还可从经济角度，特别是从茶馆反对沉重赋税的角度，来观察茶馆政治。
茶馆抗税在民国时期变得日益频繁，当茶馆税重难忍时，便联合起来要求减税。
茶馆业主们自己组织起来，进入了政治舞台。
1928年底，一个大规模抗议活动爆发。
当地报纸以《各茶社停业抗捐》为题，指出：这是“和平请愿中之剧烈变化”。
警察强行征收“茶桌捐”，茶社业公会数次要求警察给予减免，并几次开会讨论怎样和平解决争端。
当这些努力都失败以后，公会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罢市。
12月10日的早晨，各茶馆不论大小，一律紧闭，表示不取消新捐，誓不复业。
据记载，没有茶馆的成都，失去了活力，那些依靠茶馆为生的人，包括理发匠、水烟贩子、挑水夫也
支持罢市，并向警察局呈递了呼吁书。
茶业公会发布声明：　　窃本市茶社商人苦，苛捐矣，负担过重，始求减免。
⋯⋯殊今日以来，警厅方面，不惜民隐，不体民艰，毫不容纳。
对于我茶社商人，仍复派人估收，施以非法逮捕，靡或肆意擅行毒打。
种种压迫，惨不忍言。
嗟我弱小茶业商人，在此解放声中，竞遭茶（荼）毒之举。
不料我青天白日下政府见之，殊大失减轻吾民痛苦之望。
今视同业被其逮捕，工人被其监禁，全市恐危及于营业，只有自行关闭，另该他图。
尚希各界人士，党国名流，谅其苦衷，加以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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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业等宁为玉碎，不作瓦全。
倘不达到茶桌捐停止之日，誓不复业。
　　茶业公会如此大张旗鼓地与政府对抗，真是前所未有。
过去，公会总是依靠政府力量来控制本行业，因而竭力维持与政府的良好关系。
但是，沉重的赋税危及到整个行业的生存，罢市显然是不得已而为之。
　　实际上，罢市对整个行业造成的经济损失也非常之大，难以持久，茶馆老板们也仅仅是以此来表
达对新税的愤怒而已。
第二天各茶馆便纷纷复业，公会开会决定发电报给国民政府，要求正义。
但同时表示继续纳税，并同警察交涉要求释放被捕的公会成员。
我没有找到关于这次事件的最终结果，但从公会处理这件事的方式看，其策略是非常灵活的，它竭力
争取茶馆的利益，但同时尽量避免把与政府关系搞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在确认政府听到其呼声后，便立即撤回到更温和的立场上。
　　茶业公会经常组织集体行动，以竭力保证整个行业的利益。
1931年初，征收茶桌捐的权力从警察转到了财政局，茶社业公会召开全体成员会议，要求国民政府主
持公道，减轻繁重赋税。
为达此目的，公会专门成立一个委员会负责此事，并要求各茶馆不得交付捐税，直至国民政府作出决
定。
任何茶馆违反此规定者，将被要求支付整个茶社业的税额。
茶业公会还举行记者招待会，向公众陈述抗税之理由：茶桌捐始于晚清，主要用于建乞丐工厂。
然而现在已无此必要，该捐也违背了国民政府不得任意增加赋税的命令。
次年，另一个反税运动兴起，称“茶捐风潮”，一些公会成员和茶馆工人被捕。
虽然风潮结束后，被捕人员释放，但领导运动的公会理事长李云阶被迫辞职。
　　1940年8月，当市政府宣布增税时，公会要求全体成员“决不承认该税，抗拒到底”。
表示如果政府逮捕任何成员，全行业将举行罢市。
公会强调“若会员有不遵守议案时，先用大义劝导。
再不准守，由全体会员攻之”。
将谴责那些不参加罢市的茶馆。
为了保证集体行动，公会许诺资助那些被捕成员家庭的生活。
全体成员都在决议上签字。
政府在压力之下，宣布暂缓实行新税。
但公会继续为缓解沉重税的负担，努力与政府进行交涉。
次年初，公会终于达到了目的，政府同意茶馆征税基于茶馆的档次，而不再根据茶桌的数量。
营业证收费也由每月一次，改为每季度一次。
　　这些例子表明，虽然茶社业公会在地方事务中与地方政府合作，但如果整个行业的利益受到威胁
，它也进行反抗。
即使政府也偶尔作出让步，但在大多数这些对抗中，政府占有明显优势，迫使茶业公会就范。
从这些案例，我们发现公会在本行业的影响和力量，集体行动使茶馆业可以发出更强的声音，从而促
使政府认真考虑它们的诉求。
　　二、地方戏改良　　从晚清以来，地方戏便成为一个政治的热题。
改良精英和政府官员认为，戏曲可以提供娱乐、推进文明进程、提高道德水准。
他们利用这个大众娱乐形式，来传播正统思想，以影响民众。
大众娱乐（特别是地方戏）是一个引导民众有力的工具，正如一地方文人写道：“演戏一节，系有形
的教育，悲欢离合，善恶成败，摆在当面上，有见有闻的人，一览无余⋯⋯足感动世人劝忠爱国之心
”。
晚清在制订第一个关于茶馆的规章时，便规定了讲评书所允许的内容。
当政府把重点放在对娱乐的控制上，精英则把注意力集中到地方戏的改良。
　　那些支持戏曲改良的人在改良现存曲目和创作新戏两方面作出了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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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改良者以优伶之行为会影响到观众为由，因而力图“文明化”梨园中人。
实际上，这个改良是当时反大众文化趋势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趋势明显地反映在地方报纸的文章和
报道中。
如1910年《国民公报》发表一篇题为《提倡新戏须先改良优界之人格》的文章：　　改良戏剧，本是
开通民智激发民情，改良民俗之一利器。
如论其效力来，真比白话报不差上下。
唱戏的好处，大概不差甚的人，也都知道的。
为什么改良戏剧这件事，到底不能踊跃把他（它）提倡起来呢？
这也有个原因，因为我们中国向来把优界中人看得最贱，所以文界人，不为出头提倡。
你想既拿优界中人，当著娼优隶卒，并且把唱戏的人，拿在妓女一块儿比较。
这样一来，那些个高明的人，还肯到大舞台上来演艺度曲吗？
说起来也难怪了，本来我们中国唱戏的里头，有些个当像姑的孩子，混在其内。
这些当像始一群下贱的东西，本来是人头畜吗？
那着一个须眉男子，要夺妓女的权利，不但人格全无，而且廉耻丧尽。
要叫他们梨园之中，滥竽充数，那就莫怪社会上人看不起舞台的人物喽。
　　从相当程度上看，这些批评也并非完全空穴来风。
过去，富家老爷公子经常以追逐年轻俊俏戏子为时尚，此类现象在许多文学作品中（如《红楼梦》等
）都有描述。
优伶处于社会底层，许多被有权有势者玩弄，也是迫不得已，他们也是受欺压的受害者。
但改良精英却认为演戏者都存在道德问题，因此戏曲改良之首要步骤，是使这些人成为所谓的“正派
”人。
　　《国民公报》上发表的另一篇文章指出，“声音之道，感人最深”，因此改良戏曲可以作为社会
进化之工具。
作者相信只有不到百分之十的节目是“庄雅”，不到百分之一是“正大”的。
作者还指责戏曲节目充满了“信口开河，荒唐满座，蛇神牛鬼，跳跃一堂”。
地方报纸以《唱戏人不准看戏》为题报道，在悦来茶园，一个小旦坐而观剧，“举止颇觉不合”，此
事甚至惊动警察厅长，而且重新颁布了禁止唱戏者入园看戏禁令。
显然地方政府也视他们为异类，改良者无疑对优伶十分歧视，看不惯他们的装束、语言和行为，不给
他们以常人的对待。
为了改变社会对艺人的态度，1916和1917年间改良者建立了若干新戏班子以演新戏，包括建平社、革
新院、群益新剧社、强华新剧社等。
　　地方政府也是戏曲改革的背后推动力量。
1913年内务处指出，地方戏曲为“通俗教育之一端”，因为大众无论包括小孩还是未受过教育的下力
人都喜欢看戏，甚至能够记住台词和曲调。
如果政府能够“因势利导”，使演员用“纯洁之辞，激厉（励）之声，容哀感之音调”，人们则可以
吸取有用知识。
政府应该如何作为？
内务处表示，禁止“淫戏”只能是“一时治标之法”。
要真正根除这个问题，政府应该审查脚本，准优禁劣。
并派文人搜集民间故事，改编新戏、小说和曲艺，以此激励优良社会风俗。
那些传统的表演形式，像灯影戏、木偶戏等，也可演新节目。
当新戏得以流行，人们便“从前淫诞之辞，便渺不记忆”。
内务处之所以采取“诱进”之法，是鉴于“禁愈烈，而嗜愈专”的逆反心理。
　　同时，社会改良者也编写新戏。
在辛亥革命后，政治戏逐渐流行，如1912年根据美国名著《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改
编的川剧在悦来茶园上演，改良精英试图用美国黑人的经历来阐明“适者生存”的道理。
悦来上演的另一个剧是关于太平天国的故事：曾国藩夺取南京后，洪秀全全家被杀，只有太子洪少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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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免于难。
他无路可走，只好到少林寺出家为僧，卧薪尝胆，以再谋起事。
该剧把宗教和历史糅合一起，由三庆会上演，达40幕之多。
与清代和后来的民国政府不同的是，该剧赞扬太平天国。
因为辛亥革命是一场反清运动，反满革命在当时逐渐占据了舞台中心，反清的太平天国便具有了正面
意义。
1929年，悦来茶园上演新剧《西太后》，力图阐明“专制政体之弊乃国贫民弱之原（源）”。
剧本、布景、表演据称“均佳”。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近代中国城市与大众文化>>

编辑推荐

　　《近代中国城市与大众文化》汇聚了海内外一批从资深和正当龄的一线学者，到后生可畏的青年
才俊近年来的研究成果，研究范围涵盖了从城市空间的建构，城市与地缘社会，城市生活：休闲与情
感，到革命、战争与大众文化等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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